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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可夫链以及地

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

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空间动态演进以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

化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中级协调区域逐步向中部扩散，高级协调

区域数量不断增加；高级协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乡村振兴滞后型”占大多数，初级协调和

濒临失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居多。（2）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呈

现维持原有状态稳定性的特征，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处于高级协调阶段的省（市、自治区）存

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向上转移的省（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向下调整的以北方省（市、

自治区）居多；耦合协调较高的省（市、自治区）对邻近省（市、自治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耦

合协调度低的省（市、自治区）对周围产生负向效应，且这种影响是不对称的。（3）影响乡村振兴

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变化的驱动力空间差异显著，表现出层级带状分布的发展态势。政

府驱动、投资驱动、人口驱动呈现南北层级带状分布。消费驱动、收入驱动、产业驱动呈现东西

层级带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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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

等以城乡割裂为主导的战略向“城乡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等一系列以城乡融合为特

征的发展战略转变[1]。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城镇化发展也进入了提质增效的高质

量发展阶段，农业、农村经济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然而“三农”问题与城乡发展不平衡

现象依然存在，一方面，农业生产重数量轻质量、附加值低，农业产业链不完整，农民

增收后劲不足，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另一方面城乡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短板，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农村改革正处在一个提档进阶的关键阶段，

城镇化新阶段又遭遇质效迟滞的发展瓶颈。因此十九大提出了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主导的“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

明确城乡关系要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乡村

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者均是解决“三农”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抓手，大部分学

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耦合关系[3]。乡村振兴战略本身便蕴含着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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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生态、文化等元素，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也离不开乡村劳动力、资

本、土地等要素的支持。

关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已经具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其中比较具

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是从人口流动和空间集聚视角进行探讨。西方学者对城乡关系研究

起步较早，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理论，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4]、弗里德曼的“核心

边缘理论”到“次级城市发展战略”[5]，均强调城市对乡村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应对

城市偏向理论，引发了一系列“自下而上”发展战略的摸索，弗里德曼也在前面理论的

基础上和道格拉斯率先提出了“乡村城市发展战略”[6]，强调以乡村为主体、以减贫为目

标、满足基本需要的“自下而上”的城乡关系。现在大部分学者着眼于城乡融合的理

论，关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相互合作、互补的研究非常丰富[7,8]，国外学者提出最多的是从

“城乡联系”这一角度探寻城乡均衡发展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9,10]，与之前城乡分割研究

形成鲜明对比，将城乡关系研究带入一个新的阶段[11]。

虽然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时间较晚，但国内学者在城乡关系方面研

究渐成体系。综观前人研究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宏观层面的对策、发展路径以及模

式的理论探讨[12-14]，尤其在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在

新时代背景下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是可以通过“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

合协同实现的[15,16]；第二类是微观层面的实地调研或案例分析研究，这一类研究主要是以

某个区域乡村或城镇发展的研究为个案，从人口、土地、产业等角度切入探讨该地区的

发展模式 [17,18]，以期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与思路，尤其是以旅游为特征的产业兴旺角度

出发探讨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十分丰富[19,20]；第三类是关于“城乡关系”的定量研究，有

对“城乡融合水平”的简单测度[21]，还有学者通过城乡联系程度、城乡经济增长水平和

城乡差异提出的“城乡协调发展度”的衡量标准 [22]，无论是“城乡融合”的测度还是

“城乡协调发展度”的考察[23]，由于乡村数据获得的难度系数较大，多数学者都是以简单

的城乡系统进行定量分析[24]。

总结前人的研究，关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一开始多聚焦于新型城镇化背

景下的乡村旅游、乡村转型等，城乡融合中没有体现乡村振兴。随着“乡村振兴”作为

国家战略提出后，直接探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但多是以服务

城镇化为主的城乡关系。现阶段从全国层面直接研究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系的

还是以理论性探讨居多。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系的定量研究从最早的城乡系统

耦合到近几年以乡村振兴为主的城乡协调关系的研究，定量分析方面更多地是集中在某

一地区或者微观视角的实地调研。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测度已经有比较丰富的成果，乡村

振兴的测度也渐成体系，但是对其背后耦合关系的空间差异及其驱动机制还有待挖掘。

本文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

样本重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出两者的耦合协

调度，从全国层面对不同地区进行对比。在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时空分

异的基础上，通过空间马尔可夫链法进一步探讨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规律，探析不同

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转移态势。最后再利用地理加权

回归模型分析其驱动机制，考察不同地区耦合协调度变化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协调好不

同区域的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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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指标体系构建

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已经比较丰富，这里借鉴前人的思路[25]，从人口、经济、社

会、土地和绿色五个维度来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表1）。新型城镇化区别于过去以

城市范围和城市人口规模扩大衡量的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重在凸

出现代生活方式和城镇化发展质量。而关于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构建国内外研究还较

少，现阶段的许多研究是通过理论分析法，根据国家农业现代化标准、国家建设小康社

会指标体系和乡村建设实际情况构成预选指标集和目标值集，大部分是通过问卷调查的

表1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目标层

新型城镇化

（U）

乡村振兴

（R）

结构指标层

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土地城镇化

绿色城镇化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生活富裕

治理有效

具体指标

城镇人口占比/%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城市人口密度/(人/km2)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互联网普及率/%

医疗卫生服务/(床/万人)

教育/年

城镇建成区面积/km2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人)

建成区经济密度/(亿元/km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

生活垃圾清运量/万 t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农林牧渔业产值占比/%

农业机械化水平/(kW/hm2)

作物多元化/%

乡镇每万人卫生院床位数/(床/万人)

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kg/hm2)

人均养老服务机构数量/(个/百人)

教育文娱支出占消费支出比/%

每万人拥有乡镇文化站/(个/万人)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农村每百户移动电话用户数/(部/百户)

农村恩格尔系数/%

有效灌溉率/%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农村人口老龄化/%

指标含义

城镇人口/年末总人口×100，+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总就业人员×100，+

城镇人口/建成区面积，+

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100，+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地方财政收/总人口，+

互联网普及率，+

卫生机构床位数/总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

建成区面积，+

人均道路铺设面积，+

二三产业产值/建成区面积，+

公园绿地面积/城镇年末常住人口，+

生活垃圾清运量，+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农林牧渔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100，+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

非粮播种面积/总播种面积×100，+

卫生院床位数/乡镇人口，+

农用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
养老服务机构数/年末收养人数，+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消费总支出，+

乡镇文化站个数/农村总人口，+

农村人口抽样调查计算而得，+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移动电话用户数/农村总农户，+

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消费总额×100，-
有效灌溉面积/耕地总面积，+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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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应用德尔斐法以专家打分的方式筛选指标和目标值，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

主观性，现阶段乡村振兴的研究缺失客观指标体系的构建。为此，在遵循系统性、全面

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等原则的基础上，本文参照已有乡村发展相关指标变量体系

研究 [26]，从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内涵出发，在数据可获取的基础上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

指标体系（表1）。

由于西藏部分年份和指标数据缺失严重，从指标获取的完整性、可得性以及实证结果

的准确性角度出发，选取2005—2017年除西藏及港澳台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作为

研究对象。相关数据来自2006—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

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部分省份数据缺失采用插值法补齐。

1.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通过重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两者的综合水平及耦

合协调度进行测度，然后考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并采用空间马尔可夫模型

探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特征，进一步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对两者耦合协调的驱动力进行分析。

1.2.1 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构建

“耦合”一词最早出现在物理学中，通常用来测度两个或多个系统的相关影响作用。

耦合协调表征的是两个系统在发展演化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揭示从不协调向协调发

展的规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作为两个系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能够相互影响作

用，因此这里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测度两者交互作用关系，模型具体计算公式见参考文

献[27]。耦合协调度模型分为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一般说来耦合度C能够判断出全国

省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作用的强弱程度，但无法反映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整体“协同”效应。为此，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D，以期有效地判别两者交互耦合的协调

程度。学术界在耦合协调度方面的分类存在着许多分歧，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根据

前人的研究成果[28]，结合实际发展情况，耦合协调度分为4个层次，具体见表2。

1.2.2 空间相关性分析

全局Moran's I指数在经济地理学中被广泛应用，主要用来反映区域中某一属性值的

表2 耦合协调度类别划分标准

Table 2 The grade classification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ng degree

类型

协调发展

转型发展

失调衰退

数值

0.7≤D<1

0.6≤D<0.7

0.5≤D<0.6

0≤D<0.5

亚类型

高级协调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

濒临失调

子类型

R(a)-U(b)>0.1

U(b)-R(a)>0.1

0≤|R(a)-U(b)|≤0.1

R(a)-U(b)>0.1

U(b)-R(a)>0.1

0≤|R(a)-U(b)|≤0.1

R(a)-U(b)>0.1

U(b)-R(a)>0.1

0≤|R(a)-U(b)|≤0.1

R(a)-U(b)>0.1

U(b)-R(a)>0.1

0≤|R(a)-U(b)|≤0.1

耦合协调类型

高级协调—新型城镇化滞后

高级协调—乡村振兴滞后

高级协调

中级协调—新型城镇化滞后

中级协调—乡村振兴滞后

中级协调

初级协调—新型城镇化滞后

初级协调—乡村振兴滞后

初级协调

濒临失调—新型城镇化受阻

濒临失调—乡村振兴受阻

濒临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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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自相关情况，也经常被用来描述空间上相邻或相近单元间的相似度。得出来的Mo-

ran's I指数值与空间自相关程度成正比[29]。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Moran'I =
n∑

i = 1

n ∑
j = 1

n

wij(xi - x̄)(xj - x̄)

∑
i = 1

n ∑
j = 1

n

wij∑
i = 1

n

(xi - x̄)2

（1）

式中：n为样本量（个）； xi 、 xj 为 i和 j的空间单元观察量； x̄ 表示空间观察量的平均

值； wij 表示空间单元 i 和 j 的邻域关系，当 i 和 j 邻近时， wij = 1 ，反之为 0。全局 Mo-

ran's I指数的数值区间为 [-1, 1]，大于0的为空间正相关，小于0的为负相关，等于0的

为不相关。

1.2.3 马尔可夫链法

马尔可夫链（Markov chain）是一种过程，该过程下时间和状态均为离散。最早的

传统马尔可夫链是俄国数学家（马尔可夫）在随机过程理论中提取出来的，目的是构造

一个状态转移概率矩阵，以测度事件发生状态的概率，预测事件发展变化趋势。本文首

先将测度出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数据离散化，变成 k种类型，接着计

算每种类型状态的概率分布及其转移变化，最后得出整个区域的演进规律。通过构造一

个k×k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M来表示不同年份区域耦合协调度类型间的转移[30]：

mij = nij /nj （2）

式中： mij 代表某区域耦合协调度类型从 t年的 i转移到 t+1年的 j状态的概率； nij 代表代

表耦合协调度类型从 t年的 i转移到 t+1年的 j状态的数量（个）； nj 代表耦合协调度类型

处于 i状态的总共区域数量（个）。耦合协调度类型不随时间变化的称为平稳，类型有所

提高的定义为向上转移，否则为向下转移。

空间马尔可夫链法是在传统马尔可夫的基础上加入空间滞后概念，弥补了传统马尔

可夫链法对区域间空间关联性的忽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演进在空间

上也不是孤立的，相邻区域间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上述得到的传统 k×k阶状态转移概率

矩阵M以初始年份的空间滞后类型为条件，可以分解成 k个 k×k转移条件概率矩阵，进

一步分析在不同地理背景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向上或向下转移的概率。

mij(k)是在mi,j的基础上以 t年的空间滞后类型 k为条件，从 t年的 i转移到 t+1年的 j状态的

概率。而空间滞后类型 k通过计算初始年份（2005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

的空间滞后值得到的，具体公式见参考文献[30]。本文采用的是空间邻接原则定义的全国

省域空间尺度上的关系，海南省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假定的是海南省与广东省相邻计

算权重矩阵。

1.2.4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模型）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主要用来反映回归参数的空间分布特征，是一种空间变参数回归

模型，和传统的回归模型不同之处在于将地理位置嵌入回归参数中[31]，公式如下：

yi = β0(μi,υi) +∑
k

βk(μi,υi)xik + εi （3）

式中： yi 为全局因变量； xik 为自变量； β0 和 βk 为一套参数；k为单元数（个）； (μi, υi)

是第 i个采样点的坐标； β0(μi, υi) 是第 i个采样点统计回归的常数项； βk(μi, υi) 是第 i个采

样点上的第 k个回归参数； εi 是第 i个地区的随机误差；这里采用高斯函数法确定空间权

函数，利用交叉验证和AIC信息准则来优化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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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制及其空间分异

2.1.1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内在关系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一直以来存在着一种客观“共生关系”，具有相互依存、

共同演进的属性，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互为依托，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的辐射

和带动，新型城镇化向集约型发展并着力于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空间效应，为乡村振

兴提供发展契机、物质基础和技术人才。新型城镇化能促进城市人才、资金、技术、信

息等生产要素向农业农村领域延伸，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引领城乡一体化，促进乡

村振兴；新型城镇化还通过加强改造乡村与城市发展的规划统筹与功能配套，有利于发

挥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从整体上优化城乡结构与空间布局。

新型城镇化依赖乡村振兴提供的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多功能产品供给，扩大乡

村消费市场，推动城乡功能对接，构筑生态环境等空间新力量支撑。乡村振兴后尤其是

城市周围的乡村地区为中国城市生态宜居提供了绿色空间与生态保障；同时乡村生态振

兴基于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强化农村生态产品供给，将农村生态优势转化为

农村产业和生态经济优势，以提供更好更优的绿色生态产品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求。

2.1.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分异特征

通过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乡

村振兴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值，进一步利用ArcGIS 10.1软件对研

究期内2005年和2017年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测算结果进行空间可视化处理（图1）。

2005年乡村振兴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发展态势，东部和西北

地区乡村振兴指数偏高，西南和中部地区偏低。乡村振兴指数最高的是上海（0.745），

其次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浙江、福建、河南、山西、甘肃、青海和新疆。重庆

乡村振兴指数较低，其次是云南、贵州、广西、湖北和海南。2017年各省（市、自治

区）乡村振兴指数均在0.6以下，上海乡村振兴指数明显下降，河北、山东也有所下降，

分布在 0.3~0.4之间。高值区域依然集中在东部地区及青海、甘肃、黑龙江、贵州和湖

南。重庆的乡村振兴指数依然偏低，但西南地区乡村振兴指数普遍有所提高，尤其是贵

州、云南。综合来看，2005—2017年中西部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指数增速明显，

省际区域差异逐渐缩小，空间分布上不断向中部深入逐渐趋向均衡发展。

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新型城镇化水平位于0.1~0.3之间，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高

西低”的阶梯状发展格局。2005 年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分布在广东（0.739）、北京

（0.854）、上海（0.921），其次是东部地区的天津、山东、江苏、浙江。新型城镇化水平

处于 0.1~0.3 之间的省 （市、自治区） 最多，低值区域集中在青海 （0.093）、贵州

（0.025），地区间差异较大；2017年高值区域增加了江苏，新型城镇化中等水平 0.3~0.5

之间的省（市、自治区）明显增加，由北向南不断向中部地区深入。天津、山东、浙江

一直以来变化不大，均处于0.5~0.7之间，最低的分布在甘肃（0.075），2005年处于低值

的青海、贵州2017年新型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综合来看，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呈

现东中西梯度分布，中西部稳步增长的同时东部地区小幅波动，最终逐渐趋向均衡发展。

2.1.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

由图2总体来看测算出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高，西南

低”的分布特征，大部分省（市、自治区）耦合协调度在0.5以上，处于初级协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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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中级协调区域逐步向中部深入，高级协调区域数量不断增加。2005年处于高级

协调阶段的省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广东，其中上海乡村

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最高（0.910），河北、山东、江苏、福建、河南均处于

中级协调阶段；濒临失调的区域分布在青海、宁夏、陕西、重庆、贵州、云南、广西、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1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演进格局

Fig. 1 Spatial evolution patter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图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格局

Fig. 2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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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和海南，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2017年濒临失调区域有向东北方向延伸的趋势，重

庆、青海过渡成初级协调，甘肃、山西、吉林均由初级协调调整为濒临失调；高级协调

区域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中江苏向上转移至高级协调区域，天津向下调整成中级协

调区域；中级协调区域逐渐向中部深入，增加了湖南。

从图2还可以看出各省（市、自治区）亚类型划分上也存在异质性，乡村振兴滞后

型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集中在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中部地区乡村

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基本一致。在高级协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高级协调

—乡村振兴滞后型”占大多数，2005年北京、浙江、广东、上海虽然耦合协调度高但乡

村发展滞后于城镇化发展，天津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比较同步。2017年江苏进入

高级协调阶段，并且也属于乡村振兴滞后型，差距在0.2以上。广东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发

展的差距由0.350缩小到0.293，而北京、上海的城乡差距有所扩大，乡村振兴指数与新

型城镇化水平相差在0.3以上。快速城镇化带来的规模与结构效应容易忽视乡村的发展，

一定程度上也为今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出现阻碍埋下隐患。在中级协调类

型省（市、自治区）中乡村振兴滞后型和新型城镇化滞后型各占一半，河北和湖南属于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天津和江苏属于乡村振兴滞后型。其中福建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

化的协调发展均十分良好，2005年山东的城乡发展均衡，2017年河南城乡协调发展进入

一个新阶段。

在初级协调类型省（市、自治区）中“初级协调—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占大多

数，其中安徽、辽宁、湖北、四川的城乡协调发展一直处于均衡阶段。2017年重庆属于

“初级协调—乡村振兴滞后型”，重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半城半山半景以“山城”著

称，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乡村发展面临多方面制约因素，自然资源条件、区位、交

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等均阻碍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濒临失调类型

省（市、自治区）中，仍然以“濒临失调—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居多，并且主要集

中在西部地区，尤其是甘肃、青海、贵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远滞后于乡村振兴，2017年达

到0.3以上。这也印证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西部地区城乡发展速度不匹

配，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始终是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制约了当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的耦合协调发展。

2.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化特征

2.2.1 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特征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基础上，首先求解传统马尔可夫链概率转移矩

阵，参考耦合协调划分类型标准（表 3），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4个相邻但不相互交叉的完备区间，即濒临失调（0~0.5）、初级协调（0.5~0.6）、中级协

调（0.6~0.7）和高级协调（0.7~1.0），这四种状态类型分别用k=1，2，3，4来表示，k越

大表示城乡耦合协调度越高，由式（2）得到的传统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如表3所示。

对角线通常表示的是状态保持不变即平稳性的概率，反映该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

镇化耦合协调度类型演进的稳定性，非对角线上数值表示的是耦合协调度在不同类型下

发生转移的概率。由此得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在未考虑地理空间格局下的

演进特征：（1）对角线上的数值显著大于非对角线上的数值，其中对角线上最大值为

0.9398接近1，最小值为0.7800，说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类型保持不变的概

率至少在78%以上；最有可能维持稳定性的是濒临失调、初级协调和高级协调的耦合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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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类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存在向高级协调收敛

的可能性，即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2）非对角线上的数值并不全为零，并且这些

非零数值集聚在对角线两侧，说明某些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

调存在向更高水平或更低水平转移的可能性在连续两个年份之间，但一般情况下不会出

现耦合协调度类型的跃迁（如从初级协调直接跳跃到高级协调），大部分地区只是向上或

向下转移一个阶段，表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演进是一个相对稳定持续

的过程，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演进。（3）位于高级协调阶段的省（市、自治

区） 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保持原有状态的概率为 93.98%，向下调整的概率为

6.02%；处于中级协调阶段的区域保持不变的概率为78%，向上过渡的概率为10%，向下

转移的概率为12%。这说明中级协调的区域变化概率较大，要不断拉动处于中级协调的

省（市、自治区）更上一个台阶，扩大高水平俱乐部的规模、加大作用强度；而初级协

调区域不变的概率为89.66%，向下调整的可能性比向上转移的可能性大，要引起重视避

免陷入“马太效应”；处于濒临失调阶段的省 （市、自治区） 向上提高的概率为

10.98%，保持不变的概率为89.02%。

2.2.2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进特征

随着乡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城乡间交通越来越便捷，城乡要素的空间流动性越

来越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空间联系越来越紧密。首先测算

2005—2017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全局Moran's I指数进行空间相关性检

验，不同年份耦合协调度Moran's I指数均为正（0.3218~0.4594），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

平上通过检验，表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性，由此可见地理空间背景因素是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重要影响因素，邻

近省（市、自治区）之间存在空间关联性。某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与新型

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发展不但影响周围省（市、自治区），也会被邻近省（市、自治区）影

响。由2005—2017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类型转移的空间分布图（图3a）

得出，耦合协调度类型向上转移的省市主要集中在湖南、江西、重庆、江苏和青海，向

上发展的省（市、自治区）分布比较零散，但还是中部居多，向下调整的省市分布比较

集中，主要集中在北部五省市（甘肃、陕西、河北、天津和吉林），其余地区均保持“俱

乐部趋同”的平稳性。

传统马尔可夫概率转移矩阵忽视了区域耦合协调度类型会受邻域省（市、自治区）

耦合协调度类型转移的影响，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在空间上不是孤立

的，因此在传统马尔可夫链的基础上将各省（市、自治区）邻域背景因素考虑在内，以

各省（市、自治区）初始年份（2005年）的空间滞后值作为分类条件构建2005—2017年

的空间马尔可夫概率转移矩阵（表 4）。将区域及其邻域的类型转变格局同时标于图上，

表3 2005—2017年耦合协调度的传统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

Table 3 Traditional Markov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from 2005 to 2017

t/(t+1)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高级协调

n/个

82

145

50

83

濒临失调

0.8902

0.0621

0.0000

0.0000

初级协调

0.1098

0.8966

0.1200

0.0000

中级协调

0.0000

0.0414

0.7800

0.0602

高级协调

0.0000

0.0000

0.1000

0.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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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绘制空间格局分布图（图 3b），以考察某一区域向不同俱乐部转变是否与周边地区的

耦合协调度类型转移存在空间相关性，分析不同省（市、自治区）所处的邻域环境对乡

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产生的影响。

通过图3b的空间分布格局可以看出邻域环境对一个地区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

合协调度的影响，其中自身和邻域都发生向上转移的省市分布在湖南和重庆，自身和邻

表4 2005—2017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

Table 4 Spatial Markov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from 2005 to 2017

空间滞后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高级协调

t/(t+1)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高级协调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高级协调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高级协调

濒临失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高级协调

n/个

63

28

5

0

17

81

22

12

1

25

21

37

1

11

2

34

濒临失调

0.9524

0.1071

0.0000

0.0000

0.7647

0.061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909

0.0000

0.0000

初级协调

0.0476

0.8214

0.2000

0.0000

0.2353

0.8889

0.1818

0.0000

1.0000

1.0000

0.0476

0.0000

1.0000

0.9091

0.0000

0.0000

中级协调

0.0000

0.0714

0.8000

0.0000

0.0000

0.0494

0.8182

0.0000

0.0000

0.0000

0.8095

0.0811

0.0000

0.0000

0.0000

0.0588

高级协调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0.1429

0.9189

0.0000

0.0000

1.0000

0.9412

图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类型转移及其邻域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ype coordination and neighborhood transfer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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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都发生向下调整的只有天津，自身和邻域均保持不变的稳定省（市、自治区）占大多

数。还有一些省（市、自治区）自身向上、邻域不变（江西），自身向上、邻域向下的分

散在江苏和青海。自身不变、邻域却上升发展的省（市、自治区）集中在西南地区的云

南、贵州和广西，自身不变、邻域向下的只有宁夏。而西北和东北部分省（市、自治

区）表现出自身向下、邻域不变或上升态势良好的现象，甘肃和山西均是自身向下邻域

上升，河北、吉林自身向下邻域不变。由此得出虽然重庆处于“初级协调—乡村振兴滞

后型”阶段，但是耦合协调度总体发展态势是向上的，并且周围省（市、自治区）也向

上转移，西南地区耦合协调度虽然低，但发展态势良好，并且带动了周围省（市、自治

区）向上转移。

另外，对比表3和表4的矩阵还可以得出以下空间演进特征：（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

镇化耦合协调度类型的转移确实与邻域环境有较大的关联性，地理空间上并不是孤立发

展的。不同邻域背景对耦合协调度类型转移的概率影响不同，当邻域背景处于中级协调

阶段的省（市、自治区）其耦合协调度类型向下转移的概率小于邻域背景，是濒临失调

阶段省（市、自治区）的概率，如m32/3=0.0476＜m32/1=0.2000。相反，当邻域背景处于高

级协调阶段的省（市、自治区）其耦合协调度向上转移的概率大于邻域背景，是濒临失

调阶段省（市、自治区）的概率，如，m12/4=1.0000>m12/1=0.0476。这表明相邻区域的背景

条件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动态演进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乡村振兴与新

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自身就比较低的省（市、自治区）对周围省（市、自治区）会产生

负向溢出效应，相反自身耦合协调度较高的省（市、自治区）对邻近省（市、自治区）

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即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演进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2）空间马尔可夫概率转移矩阵从空间视角透视了“俱乐部收敛”现象的存在性，也就

是说某一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向上转移会受到抑制，向

下调整的可能性会提高，如果它的相邻省（市、自治区）耦合协调度较低（濒临失调），

如上述 m32/1=0.2000>m32=0.1200、m12/1=0.0476<m12=0.1098；如果它的相邻省 （市、自治

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较高（中级协调），那么自身耦合协调度转移会受

到邻近省（市、自治区）正的辐射作用，向上转移的可能性将提高，如m34/3=0.1429>m34=

0.1000。向下调整的可能性会降低，如 m32/3=0.0476<m32=0.1200，最终形成“俱乐部收

敛”现象，高低各自集聚。（3）这种邻域背景的影响是不对称的，针对耦合协调度类型

向上转移和向下调整的概率，将表3和表4进行对比，如果某一省（市、自治区）的邻近

省（市、自治区）处于高级协调阶段，则该省（市、自治区）向上转移概率增加的幅度

一般大于向下调整概率减少的幅度，如该地区由濒临协调向上转移到初级协调的概率比

平均概率高达 95.24%，而由高级协调向下转移到中级协调概率仅比平均概率低 0.14%。

反之，如果某一省（市、自治区）邻近区域处于濒临失调阶段，则该地区向上转移概率

下降的幅度一般高于向下调整概率增加的幅度，如濒临失调向上转移到初级协调的概率

相比平均概率减少6.22%，而由初级协调向下转移到濒临失调相比平均概率增加4.5%。

通过以上矩阵之间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空间背景格局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起着重要作用，即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耦合协调度高的省（市、

自治区）对周围省（市、自治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带动邻域向上转移的可能性增

大；而耦合协调度低的省（市、自治区）对周围省市存在负向溢出效应，可能会抑制邻

域向上转移的可能性，并将继续维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较低的状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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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在空间格局上逐渐形成“俱乐部收敛”现象，因此马尔可夫链从空间视角证明了“俱

乐部收敛”现象的存在性。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区域背景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确产生了

某种程度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为验证地理空间格局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

的影响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通过假设检验进行验证。原假设是乡村振兴与新

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演进在空间上是相互独立的，耦合协调度类型转移概率的大小与

空间滞后类型无关，可以直接采用传统马尔可夫概率转移矩阵来表征。构造似然比统计

量对原假设进行检验[32]：

Q = -2 log
ì
í
î

ï

ï

ü
ý
þ

ï

ï∏
l = 1

k ∏
i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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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1

k é

ë
êê

ù

û
úú

mij

mij( )l

nij(l)

（4）

式中： mij 是不考虑地理空间格局的转移概率； mij(l) 表示空间滞后类型为 l条件下的空间

转移概率； mij(l)(l = 1, 2, ∙∙∙, k) 是被观察的省市数量。统计量Q服从自由度为 k(k-1)2的 χ2

分布。根据式（4）计算所得的Q=52.418，对自由度进行相应调整后，由4×(4-1)2=36减

少为3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比较可知 Q > χ2(30) =50.892。因此，可以拒绝乡村振兴

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类型转移在空间上相互独立的原假设，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化

趋势与相邻地区之间存在显著联系，空间效应特别是空间自相关性是不能忽略的。以空

间相关性为基础，采用空间马尔可夫链探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

进特征更符合现实。

2.2.3 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变机理

第 I类：湖南、江西、重庆、江苏和青海耦合协调度类型向上转移，向上转移的区域

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省（市、自治区），尤其是湖南和重庆自身和邻域都呈现向上转移的态

势。湖南自古就是农业大省，农耕文化历史悠久，自然环境的优越性显著，加上精耕细

作的技术经验，具有丰富的农业品种资源，“乡村振兴”战略优势愈加明显。近年来在政

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资本、技术、人才等发展要素城乡间双向流动，农村经济不断

转型升级。除此之外湖南具有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

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对周边省（市、自治区）的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起到了正向溢出效应。重庆尽管处于“初级协调—乡村

振兴滞后型”阶段，但近年来不断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缩短城市与农村间的时空距

离，耦合协调度总体发展态势向上并且带动了周围省（市、自治区）向上转移。

第 II类：甘肃、陕西、河北、天津和吉林耦合协调度类型向下调整，向下调整的省

（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北方。一方面空间格局分布结果本身具有时间积累效应，研究

省域所在的位置变化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另一方面，南方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核心的区

域发展确实具有一定的区位辐射效应，北方省（市、自治区）极化的作用和对周围的带

动作用明显要弱于南方，这与省（市、自治区）的历史发展机制以及早些年的政策有一

定关系。南方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市场机制，依

靠产业链、价值链、产业集聚来形成一个经济有机体。而北方早先以重工业为主，依靠

资源发展的省（市、自治区）形成资源堆分布，除了北京以外缺少中心城市的带动效应。

第 III类：大部分省（市、自治区）还是处于自身和邻域保持不变的稳定态势。乡村

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演进是一个相对稳定持续的过程，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跨

越式的发展演进，尤其是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高和低的省（市、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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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实际上体现在高级协调区域和初级协调（濒临

失调）省（市、自治区）内部在时空上的趋同，而不是东部高协调地区与西部低协调地

区之间的趋同，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级协调阶段的地区演变更为灵活。说明乡村振兴与新

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类型的转移确实与邻域环境有较大的关联性，地理空间上并不是孤

立发展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区域如果以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

高的地区为邻，城乡发展可能性会增加；反之，如果与耦合协调度低的地区为邻，其发

展可能性将会变小[33]。

2.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机制分析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综合考虑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

协调状况，同时根据数据可获得性[34]，将以下6个指标作为耦合协调度变动的影响因素，

分别是收入驱动UDS（城乡人均收入比）、投资驱动UFL（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产业

驱动NID（非农产业发展）、消费驱动UCM（城乡人均消费比）、政府驱动GOV（政府农

业支出）、人口驱动RLT（农村劳动力转移）。首先选取2017年的截面数据减去2005年对

应的指标值，并且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得到的各驱动力的变化作为模型自变量，耦合协

调度的变化作为因变量。由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

的正相关性，采用传统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可能忽视了空间因素，故先进行OLS模型

再进行GWR模型检验[35]。在OLS估计下调整后的R2为0.640，而在GWR模型中修正后的

R2为0.739，说明GWR模型解释能力更强，选取GWR模型进行驱动力分析。

如图4所示，影响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系数在空间上差异显著，总

体上呈现层级带状分布的发展态势。政府驱动、投资驱动、人口驱动呈现南北层级带状

分布，消费驱动、收入驱动、产业驱动呈现东西层级带状分布。除了政府驱动和产业驱

动的影响系数为正以外，其余影响因子系数均为负。按照其影响程度大小的绝对值依次

为：投资驱动>消费驱动>人口驱动>产业驱动>收入驱动>政府驱动。

南北层级带状分布的回归系数均表现出“北高南低”的发展态势。其中投资驱动和

人口驱动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均产生负效应，负向系数绝对值高

值区域分布在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以及西部的广西和中部的江

西。这些地区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受城乡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的负向

影响很大，更加需要协调好城乡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配比例，尤其是加大乡村固定资

产投资比例，提高乡村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产业、技术等资源要素回流。东

南沿海地区作为农村劳动力转入地，劳动力转入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城镇化进程，但是

也带来了东部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乡村振兴动力不足，最终不利于乡村振兴

与新型城镇化两者耦合协调发展。

而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相对于东部和中部在技术上较落后，对劳动力的依存度更高，

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相对东部地区有所缓和，因此对两者耦合协调的负向影响也有所减

弱。政府驱动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呈正相关，财政支农对两者耦合协调

度影响最大的省（自治区）是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和黑龙江，影响最弱的主要分

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财政支农程度直接体现着当地政府对乡村发展的重视程度，农业财

政支出是农村改善基础设施、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支撑，民生问题、基础设施的改善很

大程度上能够促进乡村振兴，最终有利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东西层级带状分布中产业驱动和消费驱动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均表现出“东高西低”

阶梯状特点，其中消费驱动呈现负相关。负向影响高值区域分布在东北三省的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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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变化GWR模型的回归系数估计分布

Fig. 4 Estimated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for the coordinated change in the level of coupling between rural

develop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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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辽宁和上海、浙江，低值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的云南、四川、青海、甘肃、

宁夏和新疆。

消费提高内需促进生产，生产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就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最终形

成人口集聚，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新型城镇化建设都离不开人口要素的准备。而产业驱

动呈现正相关，非农产业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使城镇化加速发展，同时

又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带动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联动发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因此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要加快非农

产业的发展，缩小城乡人均消费比，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创新农业新形态来带动乡村振

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收入驱动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也呈负相关，但系数绝对值

空间表现上以“西高东低”态势逐层跃迁。城乡收入差距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城乡

差距太大不仅会抑制经济增长，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制约着中国乡村振兴和新

型城镇化的进程，产生社会矛盾、带来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乡村振兴与新型

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受到阻滞。因此西部地区尤其要解决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把

提高农民收入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 2005—2017年中西部省市乡村振兴指数增速明显，省际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不

断向中部深入逐渐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呈现东中西梯度递减分布，

中西部稳步增长的同时东部地区小幅波动，最终逐渐趋向均衡发展；两者的耦合协调度

呈现“东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大部分省市耦合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及以上的阶

段，中级协调区域逐步向中部扩散，高级协调区域数量持续增加；高级协调类型省

（市、自治区）中“乡村振兴滞后型”占大多数，北京、浙江、广东、上海虽然耦合协调

度高但乡村发展滞后于城镇化发展；中级协调类型省市中乡村振兴滞后型和新型城镇化

滞后型各占一半；在初级协调和濒临失调类型省市中“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居多，

且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2）耦合协调度的时间演进特征总体表现出平稳发展态势，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耦合协调存在向更高层次转移的可能性，但基本上不可能实现耦合协调类型的跃迁。耦

合协调度向上转移的省（市、自治区）空间分布上比较零散，以中部居多。向下调整的

省（市、自治区）分布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北部五省市（甘肃、陕西、河北、天津和

吉林），其余地区均保持“俱乐部趋同”的平稳性；从空间动态演进上看，乡村振兴与新

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类型自身和邻域均保持不变的稳定省（市、自治区）占大多数。耦

合协调度高的省（市、自治区）对周围省市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带动邻域向上转移的可

能性增大，而耦合协调度低的省（市、自治区）对周围省（市、自治区）存在负向溢出

效应，可能会抑制邻域向上转移的可能性；且邻域环境对一个地区耦合协调度类型向上

和向下转移概率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最终在空间格局上形成“俱乐部收敛”现象。

（3）驱动力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层级带状分布的发展态势。政府驱动、投资驱动、

人口驱动呈现南北层级带状分布。消费驱动、收入驱动、产业驱动呈现东西层级带状分

布。除了政府驱动和产业驱动的影响系数为正以外，其余影响因子系数均为负。政府驱

动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呈正相关，空间分布特征为“北高南低”；投资驱

动和人口驱动的估计系数均为负，系数绝对值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收入驱动对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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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负相关，系数绝对值空间表现上以“西高东低”态

势逐层跃迁；消费驱动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呈现负相关，系数绝对值空间呈现“东高西

低”的阶梯状特点；产业驱动对耦合协调呈正相关，估计系数在空间上表现为“东高西

低”的发展特征。

3.2 讨论

（1）当前，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既是经典的城乡问题，也是国家战略问

题，引起了学界持续关注与讨论。东部大部分地区均属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高度耦

合协调地区，东部地区综合竞争实力强、城乡体系发展健全，是中国现阶段经济发达地

区，但经济最发达的北京、上海、广东的乡村振兴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由此可见东

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一直较快，但是乡村振兴稍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因此东部发达

地区更需要重视对乡村的发展，继续发挥好核心区域优势，辐射周围省市，带动周边地

区的城镇化发展，同时又做好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工作。在初级协调和濒临失调类型省

（市、自治区）中以中西部省（市、自治区）居多，并且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占大多

数，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甘肃、青海、贵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远滞后于乡村振兴，这些地

区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要注重提高经济增长，以精准扶贫带动乡村振兴，同步进行。

（2）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显示向上转移的区域主要集中在

中部地区，尤其是湖南，自身和邻域都呈现向上转移的态势。自2006年国家实施“中部

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城乡统筹发展已经取得积极成效，但是中部地区仍然是我国

“三农”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继续发挥粮食生产基地的区域优

势，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作为发展重点，加快推进粮食生产核心区

建设；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过程中，以提升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作为工作重点。基于不同的地理空间格局、资源禀赋及城乡发展阶段，全国层面要加快

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邻近省市间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发挥区域中心省

（市、自治区）的核心带动作用，在大的区域发展格局中发挥辐射或联动功能，构建全国

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而对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低的省（市、自治

区），应积极发挥区域学习效应，借鉴较高省（市、自治区）的发展经验并结合自身要素

禀赋，寻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源泉，走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3）除此之外，驱动机制分析表明，政府驱动、投资驱动、人口驱动的层级带状分

布显示出近年来越来越受关注的南北差距。南方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核心的区域发展确

实具有区位和政策优势，但也带来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人口集聚、城乡差距加

大的问题。因此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要协调好城乡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配比例，

合理引导城镇优质资本流向农村农业，优化城乡的资本配置；在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的同时，提高乡村吸引力引进优质的劳动要素进入，优化城乡部门的劳动力配置。北

方还是要继续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改善

基础设施建设繁荣乡村发展。尤其是东北地区要加快非农产业的发展，以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创新农业新形态来带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消费驱动、收入驱动、

产业驱动的层次带状分布显示出一直饱受热议的东西差距，东部地区从早年的政策倾斜

就是人才、经济发展的高地，但是城乡消费差距也很大，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商贸流

通中心的布局，为农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方式转变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西部地区迫

在眉睫的是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尤其是连片特困地区要精准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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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城乡差距过大不仅会抑制经济增长，还会产生社会矛盾、带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现象，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均受到阻滞。

本文尝试重构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但是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的

涉及到人地业各种要素的系统，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乡村振兴的研究还

处于摸索阶段，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善的研究体系，因此进一步构建科学、系

统、全面以及实用的指标体系是未来研究的方向。除此之外，从数据的获得性角度来看

本文选取的是省级层面，未来可以进一步采用实地调研问卷、访谈的方式获取更细尺度

的县域数据，在尺度效应视角下比较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发展程度，更深

层次地揭示二者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趋势和驱动机制，为各级地方政府实施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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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evolutio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coordination
of rural rejuven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XU Wei-xiang1, LI Lu1, ZHOU Jian-ping1, LIU Cheng-jun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2. Zhijiang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aoxing 31203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reconstructed the index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and use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spatial Markov chain, and geographic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coupling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from 2005 to

2017 in the aspects of coordination level, spatio- 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dynamic

evolution of space, and driving mechanis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presents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southwest";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areas are

gradually spreading to the middle, and the number of high- level coordination areas is

increasing. Most of the provinces with advanced coordination type are characterised by

"lagging in rural development", and most of them with primary coordination and near-

imbalance types are featured by "new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lagging". (2)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original state,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achieve leapfrog transfer.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club convergence" in the provinces in the advanced coordination stage. The

provinces that are shifting upward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most

northern provinces are undergoing downward adjustments. Areas with a low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have a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surroundings, while areas with a high

degree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neighboring provinces, indicating that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asymmetric. (3) The driving force that affects the change in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

showing a development trend of hierarchical band distribution. Government-driven, investment-

driven and population- driven forces present a north- south- level band- shaped distribution.

Consumption-driven, income-driven, and industry-driven forces present a zonal distribution of

east and west level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tial Markov chain；

driving for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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